
Modern Management 现代管理, 2022, 12(9), 1114-1126 
Published Online September 2022 in Hans. http://www.hanspub.org/journal/mm 
https://doi.org/10.12677/mm.2022.129148   

文章引用: 吴以頔, 张振嘉, 严瑜, 曹照雪, 赵开宸. 多层次辱虐管理对员工工作行为的影响: 互动公平中介作用机

制模型[J]. 现代管理, 2022, 12(9): 1114-1126. DOI: 10.12677/mm.2022.129148 

 
 

多层次辱虐管理对员工工作行为的影响：互动

公平中介作用机制模型 

吴以頔1，张振嘉2，严  瑜3*，曹照雪3，赵开宸3 
1北京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北京 
2阿里巴巴集团控股有限公司北京总部，北京 
3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心理学系，武汉 
 
收稿日期：2022年7月24日；录用日期：2022年9月2日；发布日期：2022年9月9日 

 
 

 
摘  要 

通过运用层次线性模型，对52组367名员工的有效数据进行回归分析，考察了多层次辱虐管理在团队和

个体层次上对员工工作行为的影响及作用过程。研究结果表明：1) 在个体层次上，辱虐管理与个体员工

的反生产行为与组织公民行为均存在显著的相关性；2) 在团队层次上，辱虐管理与团队的反生产行为与

组织公民行为均存在显著的相关性；3) 互动公平在辱虐管理与反生产行为、组织公民行为的作用路径中

充当中介变量；4) 团队辱虐氛围在个体辱虐管理和互动公平感知间起到调节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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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used Hierarchical Linear Models (HLM) to perform regression analysis on the valid data 
of 367 employees in 52 groups, and examined the impact and effect process of multi-level abusive 
supervision on employees’ work behavior at the team and individual levels. The research results 
proved that: 1) At the individual level, there is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abusive 
supervision and employee’s counterproductive behaviors, and there is significant negative corre-
lation between abusive supervision and organizational citizenship behaviors. 2) At the team level, 
there is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abusive supervision and team counterproductive 
behaviors, and there is significant nega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abusive supervision and organi-
zational citizenship behaviors. 3) The indirect effects of abusive supervision on member counter-
productive behaviors and organizational citizenship behaviors are mediated by interactive justice 
as well as interactive justice atmosphere. 4) At the individual level, team-level abusive atmos-
phere plays as the moderator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dividual abusive supervision and the 
interactive justice perce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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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 

辱虐管理(abusive supervision)指的是下属感受到的领导持续表现出来的除直接身体接触外的语言或非

语言性的敌意行为，一直是组织行为学领域聚焦的热点。大量研究结果表明，工作场所的辱虐管理会给员

工带来严重的心理和行为后果，具体表现包括低工作满意度、低组织承诺、组织偏离行为、心理困扰甚至

疾病[1] [2] [3] [4]。尽管较多辱虐管理研究聚焦辱虐行为对个体的影响，但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在团队背

景下检验辱虐管理对团队的影响。由于现代组织对于团队氛围营造的重视，理解团队背景下辱虐的作用机

制，了解其对团队整体的破坏性及其对团队中的个体在认知、情感和行为方面的影响就变得十分必要。 
当前团队层次辱虐管理的研究主要包括两种思路：一种研究将团队层次的辱虐管理视为团队成员群

体对于领导辱虐的集体性感知[5] [6]。另一种研究聚焦于团队层次的辱虐对个体员工在认知、情感与行为

方面的影响[7] [8]。个体和团队层次的辱虐管理同时在各自层次产生影响，从个人、关系和团队视角多元

地揭示辱虐管理的影响。加强对团队层次辱虐管理的研究不仅有助于建立更加全面完整的理论框架，同

时也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基于团队背景下的多层次领导理论，本研究认为，辱虐管理在本质上具有团队和个体两种层次[9] 

[10]。多层次领导理论将个体层次和团队层次的辱虐管理视为两股并行的作用路径，并且分别在这两个层

次上影响下属的工作行为。此外，个体层次与团队层次的辱虐管理还存在交互作用，例如团队辱虐管理

对于个体成员的公平感知具有自上而下、跨层次的影响[11]。由此，我们创建了多层次辱虐管理影响下属

的反生产行为和组织公民行为的互动公平中介机制模型，如图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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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Theoretical model 
图 1. 理论模型 

2. 研究假设 

2.1. 个体层次的辱虐管理对互动公平感知的影响 

个体在工作场所受到的对待传达了个体在组织中的社会地位的关系信息，而辱虐管理由于缺乏尊重

和礼貌，传达了低价值的信息[4]。来自领导的待遇影响着其他成员重视该对象的程度，因而，受领导尊

重的成员在团队中具有较高地位，倾向于产生积极的互动公平感知；反之，则在团队中具有较低地位，

从而产生消极的互动公平感知。实证研究证明，良好的领导待遇与互动公平感知之间存在正相关；与之

相对，辱虐管理这种不良的领导行为方式会降低下属的互动公平感知[12] [13]。进一步，我们认为在团队

背景下，团队成员的社会认同过程会受到强化，从而加强个体遭受辱虐后的反应。 
假设 1：个体层次的辱虐管理与下属个体的互动公平感知存在负相关。 

2.2. 团队层次的辱虐管理的调节作用 

团队总体辱虐水平可以作为每个团队成员的社会比较的参照点[14]。如果团队辱虐水平较低，而某成

员遭受了较高水平的辱虐管理，那么该成员会认为自己受到了更加不公平的对待，因而产生更加消极的

互动公平感知；相反，如果团队辱虐水平较高，个体不会觉得自己的地位低于其他同事，这可能降低辱

虐管理和互动公平感知间的相关度[15]。实证结果证明，在团队辱虐水平较高时，针对领导辱虐产生的消

极态度和行为会较弱，而在团队辱虐水平较低时相应的态度和行为会较强[8]。  
假设 2：在团队辱虐管理水平低时，个体层次的辱虐管理和下属的互动公平感知之间的负相关关系

会较强；而在团队辱虐管理水平高时，这种负相关关系会较弱。 

2.3. 团队辱虐管理对互动公平氛围的影响 

除了作为团队中的个体进行社会比较的参照点，团队辱虐还作为一种团队层次上的变量影响着团队

中遭受辱虐和未遭受辱虐的成员在实现集体目标过程中的互动[16] [17]。随着更多团队成员遭受了指向个

体的辱虐管理，受害者会产生愤怒、失望的情绪以及报复施虐者的愿望[18] [19]。然而，由于与领导间的

权力差距，受害者担心直接报复会招致更激烈的辱虐，因而会选择将敌意和攻击意图转移到其他人身上

[20]。这将导致在团队中遭受辱虐和未遭受辱虐的成员之间产生消极人际互动，进一步引发双方的互动不

公平的感知。由于成员都缺乏抵制辱虐性领导的动机，这会增加这种社会学习机制在团队中盛行的可能

https://doi.org/10.12677/mm.2022.129148


吴以頔 等 
 

 

DOI: 10.12677/mm.2022.129148 1117 现代管理 
 

性，从而会导致整个团队的互动公平氛围遭到破坏。 
假设 3：团队层次的辱虐管理和互动公平氛围之间存在负相关。 

2.4. 辱虐管理对个体层次工作行为的影响 

互动公平感知在引导下属与工作相关的态度及行为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21]。由于个体行为与其

内在感知相一致，具有较高互动公平感知水平的个体更倾向于将自己在团队中体验到的成就感与价值感

投入到指向团队的行为中[22] [23]。相反，具有较低互动公平感知水平的个体会抑制自己这样做的倾向，

从而将为团队做的贡献与其自我观念相一致。因此，我们认为，辱虐管理通过降低团队成员的互动公平

感知，将会进一步减少成员的亲社会行为，同时增加他们的反生产工作行为。 
假设 4：下属的互动公平感知与个体层次的(a)反生产行为之间存在负相关(b)组织公民行为之间存在

正相关。 
假设 5：互动公平感知在个体层次的辱虐管理对个体层次的(a)反生产行为(b)组织公民行为的间接影

响路径中充当中介变量。 
鉴于成员的互动公平感知从个体认知的角度影响着个体的工作行为，本研究认为团队层次上的互动

公平氛围为成员的工作行为提供了社会背景。研究证明，互动公平氛围水平较低的团队会体验到更多的

消极情绪，团队成员之间的人际信任也会随之下降，因而减少互助行为。低水平的互动公平氛围会降低

个体成员在团队中的社会嵌入水平，并引发团队成员的反生产行为。已有研究证明，互动公平氛围与团

队协作行为正相关，与离职意愿负相关[10]。我们认为互动公平氛围对于个体的工作行为发挥了跨层次的

影响，并且将团队层次的辱虐管理的消极影响传递到个体成员的工作态度和行为中。 
假设 6：互动公平氛围与个体层次的(a)反生产行为之间存在负相关(b)组织公民行为之间存在正相

关。 
假设 7：互动公平氛围在团队层次的辱虐管理对个体层次的(a)反生产行为(b)组织公民行为的间接影

响路径中充当中介变量。 

2.5. 辱虐管理对团队层次的工作行为的影响 

辱虐管理的影响不局限于引发下属和领导间的互动不公平感知，还会通过互动公平氛围影响团队层

次的行为。组织氛围是对组织奖励、支持和期望的政策、实践和程序的共同看法，为个人提供了关于哪

些行为是可接受的以及哪些行为将得到奖励的信息[24]。由于领导通常被视为组织的代表，如果辱虐行为

没有被组织制止或惩处，下属认为该行为受到组织的默许，并将指向领导的偏离行为指向整个团队，且

不愿意为团队做出额外贡献[13] [25]。低水平的互动公平氛围还会导致团队成员的反生产行为增加。当互

动不公平的问题突出时，团队就可能存在高水平的团队关系冲突，团队层次的辱虐行为增加了集体性人

际偏离行为[1]。 
假设 8：互动公平氛围与团队层次的(a)反生产行为之间存在负相关(b)组织公民行为之间存在正相关。 
假设 9：互动公平氛围在团队层次的辱虐管理对团队层次的(a)反生产行为(b)组织公民行为的间接影

响路径中充当中介变量。 

3. 研究方法 

3.1. 研究样本 

本研究以湖北武汉的两家石油化工企业的一线员工作为研究对象。为了减少共同方法偏差，领导与

员工在不同时间、不同场所填写问卷。研究中的每位领导最多对 6 名下属进行评分，员工由工会人员依

https://doi.org/10.12677/mm.2022.129148


吴以頔 等 
 

 

DOI: 10.12677/mm.2022.129148 1118 现代管理 
 

工号随机抽样产生，确保其随机性。每套问卷以小组为单位，包括 1 份《领导问卷》和 6 份《员工问卷》，

并分别用纸袋封存。 
本研究的问卷总共发放了 70 个工作组，共计 420 份问卷。回收后经过对领导问卷和员工问卷的处理，

最后得到包含 52 个工作组，每组员工 3~6 人，共计 367 份有效问卷。其中，男性样本 219 人，占比 59.7%，

女性样本 148 人，占比 40.3%，平均年龄为 35.15 岁，学历方面，中专及以下学历、大专、本科、硕士及

以上学历的样本占比分别为 41.1%、46.9%、10.6%和 5.2%，平均工作年限为 5.54 年。 

3.2. 测量工具 

辱虐管理：本研究采用由 Aryee 等[13]编制的辱虐管理量表，样本题项包括：“我的直接领导会在别

人面前说我坏话”等，信度系数为 0. 936。团队辱虐管理的数据通过聚合个体层次的团队均值得到。 
互动公平：本研究采用了由 Colquitt [26]编制的互动公平量表，样本题项包括：“我的直接领导很礼

貌、真诚地对待我”、“我的直接领导会详解释与我工作有关的决定”等，信度系数为 0.924。团队互动

公平氛围的数据通过聚合个体层次的团队均值而得到。 
反生产行为：本研究采用了 Bennett 和 Robinson [27]编制的反生产工作行为量表，样本题项包括：“该

员工为逃避工作而故意延长休息时间”、“该员工对一起工作的同事的态度不友好”等，信度系数为 0.907。
团队层次的反生产行为的数据通过聚合个体层次的团队均值而得到。 

组织公民行为：本研究采用的是 Farh 等[28]编制的基于中国文化背景的组织公民行为量表，样本题

项包括：“该员工在需要的时候愿意帮助其他同事来完成额外的工作”、“该员工帮忙解决同事之间的

误会和纠纷，维护人际关系和谐”等，信度系数为 0.867。团队层次组织公民行为的数据通过聚合个体层

次的团队均值而得到。 
控制变量：基于已有的研究结论，在个体层次上，本文将研究对象的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工

作年限等变量作为控制变量。在团队层次上, 将团队的规模作为控制变量，即每个工作组的成员数量(不
包括领导)。  

4. 研究结果和数据分析 

4.1. 验证性因子分析 

为确保研究模型的有效性，本研究利用 AMOS 4.0 软件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来检验模型的整体结构

效度。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如表 1 所示，各项指标均达到了较为理想的拟合度临界范围，说明包含有四

个因子的模型具有较好的拟合优度。其余单因素、双因素和三因素模型的拟合度指标都没有达到理想临

界范围。这表明研究模型中各变量间的区分效度较为理想。 
 
Table 1.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results 
表 1. 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 

模型 χ2/df RMSEA CFI GFI NFI 

M4：辱虐管理、互动公平、反生产行为、组织公民行为 3.75 0.06 0.92 0.90 0.93 

M3a：辱虐管理、互动公平、反生产行为+组织公民行为 5.29 0.10 0.63 0.67 0.57 

M3b：辱虐管理+互动公平、反生产行为、组织公民行为 5.83 0.11 0.59 0.62 0.50 

M2：辱虐管理、互动公平+反生产行为+组织公民行为 7.07 0.13 0.52 0.54 0.47 

M1：辱虐管理+互动公平+反生产行为+组织公民行为 11.62 0.17 0.77 0.70 0.69 

https://doi.org/10.12677/mm.2022.129148


吴以頔 等 
 

 

DOI: 10.12677/mm.2022.129148 1119 现代管理 
 

4.2. 数据聚合检验 

团队层次的数据都是在后期对个体层次的调查数据进行聚合处理之后而得到的，因此在进行数据聚

合之前，需要先验证对这些低层次变量进行聚合的必要性，具体的检测指标包括 rwg、ICC(l)和 ICC(2)。
本研究中各变量的个体层次的聚合检验如表 2 所示，各指标均符合标准的阈限范围，这表明各项数据满

足聚合的基本要求。 
 
Table 2. Aggregate analysis of individual level variable data 
表 2. 变量个体层次数据的聚合分析 

变量 rwg ICC(1) ICC(2) 

辱虐管理 0.92 0.23 0.86 

互动公平感知 0.81 0.36 0.71 

反生产行为 0.87 0.24 0.73 

组织公民行为 0.77 0.21 0.75 

4.3. 变量间相关分析 

本研究在控制了年龄、性别、学历、工作年限、团队规模等变量的情况下，个体辱虐、公平感知、

个体反生产行为、团队辱虐、团队反生产行为的均值、标准差和各变量间的相关系数，如表 3 所示。 
 
Table 3. Descriptive statistics for sample variables 
表 3. 样本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 M SD 1 2 3 4 5 6 7 8 

个体层次(N = 367)           

1) 年龄 35.15 4.67 1        

2) 性别 0.40 0.51 0.09 1       

3) 学历 1.72 0.37 −0.05 0.13* 1      

4) 工作年限 5.54 4.01 0.87** −0.07 −0.16** 1     

5) 个体辱虐 2.18 1.06 −0.04 0.13 −0.01 −0.06 1    

6) 互动公平 4.03 0.72 −0.15** 0.07 0.03 0.09 −0.26** 1   

7) 反生产行为 1.84 0.56 0.37** −0.43* 0.10 0.48** 0.41** −0.18** 1  

8) 组织公民行为 4.56 0.63 0.12* −0.14* 0.15** 0.05 −0.33** 0.29** −0.18** 1 

团队层次(N = 52)           

1) 团队规模   1        

2) 团队辱虐   −0.34** 1       

3) 互动公平氛围   0.15 −0.21** 1      

4) 团队反生产行为   −0.19** 0.37** −0.27** 1     

5) 团队组织公民行为   −0.09 −0.29** 0.16** −0.14* 1    

注：*p < 0.05, **p < 0.01 (双尾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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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假设检验 

4.4.1. 中介作用检验 
表 4、表 5、表 6 列出了运用 HLM 检验互动公平中介效应的结果。 
假设 1 预测个体辱虐和互动公平感知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如模型 1 所示，个体辱虐对于互动公平

感知具有显著的负向作用(β = −0.26, p < 0.01)，假设 1 得证。 
假设 3 预测团队辱虐和互动公平氛围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如模型 5 所示，团队辱虐对互动公平氛

围具有负向作用(β = −0.31, p < 0.01)，假设 3 得证。 
 
Table 4. Hierarchical linear regression results (1) 
表 4. 层次线性回归结果(一) 

变量 
公平感知 公平氛围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个体层次(N = 367) 

年龄 −0.02 (0.02) −0.02 (0.02) −0.01 (0.02) −0.02 (0.01) −0.01 (0.01) 

性别 0.23* (0.11) 0.21* (0.11) 0.26* (0.13) 0.18* (0.12) 0.17* (0.11) 

学历 0.03 (0.07) 0.08 (0.08) 0.07 (0.08) 0.06 (0.09) 0.07 (0.08) 

工作年限 0.01 (0.05) 0.01 (0.06) 0.02 (0.06) 0.01 (0.04) 0.01 (0.05) 

个体辱虐 −0.26** (0.07)  −0.37** (0.06)   

团队层次(N = 52) 

团队规模 0.14 (0.11) 0.07 (0.11) −0.03 (0.12) 0.12 (0.09) 0.11 (0.07) 

团队辱虐  −0.28** (0.13) −0.16 (0.04)  −0.31** (0.14) 

交互项      

团队辱虐*个体辱虐   0.12* (0.08)   

注：*p < 0.05, **p < 0.01 (双尾检验)。 
 

假设 4a 预测互动公平感知和反生产行为之间存在负相关，假设 6a 预测互动公平氛围和个体反生产

行为之间存在负相关，假设 8a 预测互动公平氛围和团队反生产行为之间存在负相关。作为这一预测的论

据，如模型 7 所示，互动公平感知负向作用于个体反生产行为(β = −0.25, p < 0.01)，互动公平氛围也负向

作用于个体反生产行为(β = −0.30, p < 0.01)。如模型 9 所示，互动公平氛围负向作用于团队反生产行为(β = 
−0.21, p < 0.01)。 

假设 5a 预测，互动公平感知作为个体辱虐和个体反生产行为的中介。如模型 6 所示，个体辱虐对于

反生产行为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β = 0.17, p < 0.05)，加入中介变量互动公平感知后，如模型 7 所示，个

体辱虐对反生产行为没有显著作用(β = 0.08, n. s.)，互动公平感知对反生产行为具有显著作用(β = −0.25, p 
< 0.01)。由此证明互动公平感知在个体辱虐和个体反生产行为之间充当完全中介。 

假设 7a 预测，互动公平氛围作为团队辱虐和个体反生产行为的中介。如模型 6 所示，团队辱虐对于

个体的反生产行为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β = 0.34, p < 0.01)。当模型 7 引入中介变量互动公平氛围后，可

以看出团队辱虐对个体反生产行为的影响明显减弱，但是仍然显著(β = 0.12, p < 0.05)，且互动公平氛围

对反生产行为具有显著作用(β = −0.30, p < 0.01)。因此可以判断，互动公平氛围在辱虐管理和个体反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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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中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因此假设 7a 成立。 
假设 9a 预测，互动公平氛围作为团队辱虐和团队反生产行为的中介。如模型 8 所示，团队辱虐对于

团队反生产行为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β = 0.18, p < 0.05)，然后，加入中介变量互动公平氛围后，如模型 7
所示，团队辱虐对团队反生产行为没有显著作用(β = 0.07, n. s.)，互动公平氛围对反生产行为具有显著作

用(β = −0.21, p < 0.05)。由此可以证明互动公平氛围在团队辱虐和团队反生产行为之间充当完全中介。 
 
Table 5. Hierarchical linear regression results (2) 
表 5. 层次线性回归结果(二) 

变量 
反生产行为 团队反生产行为 

模型 6 模型 7 模型 8 模型 9 

个体层次(N = 367) 

年龄 0.01 (0.02) 0.02 (0.02) 0.02 (0.01) 0.01 (0.01) 

性别 −0.16* (0.12) −0.13* (0.11) −0.15* (0.14) −0.16* (0.13) 

学历 0.04 (0.10) 0.03 (0.11) 0.03 (0.09) 0.05 (0.09) 

工作年限 0.02 (0.06) 0.01 (0.07) 0.03 (0.06) 0.04 (0.06) 

个体辱虐 0.17* (0.07) 0.08 (0.08)   

互动公平  −0.25** (0.08)   

团队层次(N = 52) 

团队规模 −0.04 (0.20) −0.01 (0.17) −0.06 (0.13) −0.04 (0.10) 

团队辱虐 0.34** (0.15) 0.12* (0.13) 0.18* (0.15) 0.07 (0.13) 

互动公平氛围  −0.30** (0.14)  −0.21* (0.08) 

注：*p < 0.05, **p < 0.01 (双尾检验)。 
 

假设 4b 预测公平感知和组织公民行为之间存在正相关，假设 6b 预测公平氛围和组织公民行为之

间存在正相关，假设 8b 预测公平氛围和团队组织公民行为之间存在负相关。作为这一预测的论据，如

模型 11 所示，公平感知正向作用于个体组织公民行为(β = 0.31, p < 0.01)，公平氛围也正向作用于个体

组织公民行为(β = 0.34, p < 0.01)。如表 6 中模型 13 所示，公平氛围正向作用于团队组织公民行为(β = 
0.24, p < 0.01)。 

假设 5b 预测，互动公平感知作为个体辱虐和个体组织公民行为的中介。如模型 10 所示，个体辱虐

对于组织公民行为具有显著的负向作用(β = −0.27, p < 0.01)，加入中介变量互动公平感知后，如模型 11
所示，个体辱虐对组织公民行为的作用明显减弱，但仍然显著(β = −0.14, p < 0.05)，互动公平感知对组织

公民行为具有显著作用(β = 0.31, p < 0.01)。由此可以证明互动公平感知在个体辱虐和个体组织公民行为

之间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 
假设 7b 预测，公平氛围作为团队辱虐和个体组织公民行为的中介。如模型 10 所示，团队辱虐对于

个体的组织公民行为具有显著的负向作用(β = −0.33, p < 0.01)。当引入中介变量公平氛围后，可以看出团

队辱虐对个体组织公民行为没有显著作用(β = −0.09, n. s.)，且互动公平氛围对组织公民行为具有显著作

用(β = 0.34, p < 0.01)。因此可以判断，互动公平氛围在辱虐管理和团队组织公民行为中起到了完全中介

作用。因此假设 7b 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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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 9b 预测，公平氛围作为团队辱虐和团队组织公民行为的中介。如模型 12 所示，团队辱虐对

于团队组织公民行为具有显著的负向作用(β = −0.21, p < 0.01)，然后，加入中介变量公平氛围后，如

模型 13 所示，团队辱虐对团队组织公民行为没有显著作用(β = 0.06, n. s.)，公平氛围对反生产行为具

有显著作用(β = 0.24, p < 0.01)。由此可以证明公平氛围在团队辱虐和团队组织公民行为之间充当完全

中介。 
 
Table 6. Hierarchical linear regression results (3) 
表 6. 层次线性回归结果(三) 

变量 
组织公民行为 团队组织公民行为 

模型 10 模型 11 模型 12 模型 13 

个体层次(N = 367) 

年龄 0.02 (0.01) 0.02 (0.02) 0.02 (0.02) 0.01 (0.01) 

性别 −0.08 (0.11) −0.05 (0.13) −0.06 (0.12) −0.07 (0.13) 

学历 0.05 (0.07) 0.02 (0.09) 0.04 (0.08) 0.07 (0.11) 

工作年限 0.02 (0.07) 0.01 (0.05) 0.02 (0.04) 0.03 (0.05) 

个体辱虐 −0.27** (0.08) −0.14* (0.07)   

互动公平  0.31** (0.08)   

团队层次(N = 52) 

团队规模 −0.06 (0.11) −0.03 (0.12) −0.04 (0.07) −0.05 (0.09) 

团队辱虐 −0.33** (0.17) −0.09 (0.10) −0.21** (0.16) 0.06 (0.11) 

互动公平氛围  0.34** (0.12)  0.24** (0.08) 

注：*p < 0.05, **p < 0.01 (双尾检验)。 

4.4.2. 调节作用检验 
假设 2 预测个体辱虐和团队辱虐作用于公平感知的交互效应。如表 4 中的模型 3 和表 7 所示，这一

交互效应显著(β = 0.12, p < 0.05)。团队辱虐对个体辱虐与公平感知的负相关关系具有负向调节作用：当

团队辱虐水平较低时，个体辱虐和公平感知之间的负相关关系的水平较高(β = −0.32, p < 0.05)，但是当团

队辱虐水平较高时，个体辱虐和公平感知之间则存在较低的正相关关系(β = 0.06, n. s.)。以高/低于均值一

个标准差代表高/低水平的团队辱虐，绘制交互效应图，如图 2 所示。 
另外，本研究还采用了 1000 bootstrap 样本检验的途径，以进一步检验团队辱虐氛围的调节作用

以及互动公平的中介作用的显著性，从而提高小样本回归的统计效力，中介变量与因变量的间接作用

如表 7 所示。假设 5 预测，个体辱虐管理与个体反生产行为、个体组织公民行为之间的间接相关关系

(由互动公平感知作为中介)受到到团队层次辱虐的调节，这一中介路径在高团队辱虐的条件下，联系

较弱，相反，在低团队辱虐的条件下，联系较强。如表 7 结果显示，这一间接效应在团队辱虐水平较

低时更为显著的(反生产行为：β = 0.25, p < 0.01, 95% CI [0.14, 0.43]；组织公民行为：β = −0.15, p < 0.01, 
95% CI [0.34, 0.05])。当团队辱虐水平较高时，由互动公平感知作为中介的这一间接的相关关系的显

著性降低(反生产行为：β = 0.04, p < 0.05, 95% CI [ −0.01, 0.11]；组织公民行为：β = −0.02, p < 0.05, 95% 
CI [ −0.09,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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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dividual abusive supervision and interpersonal justice perception under different levels 
of team abusive supervision 
图 2. 不同团队辱虐水平下，个体辱虐和人际公平感知之间的关系 
 
Table 7. Indirect effects estimation 
表 7. 间接效应估计 

间接效应 
反生产行为 组织公民行为 

β 95%区间 β 95%区间 

个体辱虐→互动公平→因变量     

低 0.25** [0.14, 0.43] −0.15** [−0.34, −0.05] 

中 0.14** [0.08, 0.23] −0.07* [−0.16, −0.01] 

高 0.04* [−0.01,0.11] −0.02* [−0.09, 0.05] 

团队辱虐→公平氛围→因变量     

中 0.36** [0.15, 0.58] −0.41** [−0.63, −0.19] 

注：Bootstrap 基于 1000 个样本数据。 

5. 讨论与展望 

5.1. 研究结论和理论意义 

5.1.1. 研究结论 
本研究从多层次的角度分别探讨了辱虐管理对员工的反生产行为和组织公民行为的影响及其间作用

机制，在数据分析的基础上发现：1) 在个体层次上，辱虐管理与个体员工的反生产行为与组织公民行为

均存在显著的相关；2) 在团队层次上，团队辱虐氛围与团队层次上的反生产行为与组织公民行为均存在

显著的相关；3) 互动公平感知在辱虐管理与反生产行为、组织公民行为的关系中发挥中介作用；4) 团队

辱虐氛围在个体辱虐管理和互动公平感知间起到了调节作用。 

5.1.2. 理论意义 
首先，本研究在团队和个体层次上均证明了辱虐管理的危害。根据多层次团队领导框架，本研究支

持了三种独特的辱虐管理作用路径：1) 个体层次的作用路径，个体辱虐导致成员的互动公平感知减少；

2) 跨层次的作用路径，在低水平的团队辱虐条件下，个体辱虐会进一步加强互动公平感知的负面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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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团队层次的作用路径，团队层次的辱虐会增加团队层次的消极行为。这些路径的同时作用表明，如果

仅验证聚焦于受害者个人的结果，则会忽视辱虐管理在更高层次的团队系统上更加广泛的影响。因此，

我们的理论性贡献在于证明了综合性的多层次理论框架的重要性和实用性，从而帮助管理者全面应对辱

虐管理在团队中的后果。 
第二，本研究关于辱虐在个体层次和团队层次略有差异的结果表明整合不同社会影响理论的价值。

本研究将社会交换理论、社会比较理论和团队价值模型相结合，从而探究绝对和相对的个体辱虐是如何

影响个体的互动公平感知的。与此同时，还使用了社会学习理论的基本原理来解释辱虐的集体性经历如

何导致团队的人际过程紊乱，例如出现团队关系冲突等。虽然这些理论在之前的辱虐管理研究中也有涉

及，但他们没有在团队背景下多层次辱虐管理的影响结果中整合应用。因此，本研究的另一个贡献就是

示范了团队背景的相关理论如何整合运用，从而合理解释了个体层次、团队层次以及交互作用的结果。 
第三，本研究拓展了辱虐管理导致的直接结果，即辱虐导致员工的行为变化。通过展现个体层次和

团队层次的辱虐管理对于团队成员行为的影响，本研究的结果表明辱虐管理通过伤害员工的互动公平，

损害了成员的组织增益倾向，增加了组织毁损倾向。研究发现也拓展了以往研究关于辱虐受害者具有较

低建言水平和较高离职率的假设。在团队的背景下，非受害者同样会选择保留自身的团队增益倾向，并

且可能会实施反生产行为，因为他们也是团队辱虐氛围影响下的团队成员。因此，本研究贡献的关键方

面是展现了团队辱虐的存在，并将结果变量从单个受害者拓展到了整个团队。 
第四，本研究多层次的方法为研究个人–团队的交互作用提供了新的研究途径，即探索了辱虐管理

如何在团队的背景下塑造个人经历。本研究通过展现不同团队辱虐氛围下个体辱虐的影响效果，拓展了

先前的研究对于辱虐管理作用途径的思路。研究结果发现当团队层次辱虐水平较高时，即使非受害者也

会因为置身于整体的辱虐环境之中而呈现出低水平的互动公平感知。这些发现证明了目击辱虐行为也会

导致与直接遭受辱虐行为相同的结果。 

5.2. 实践启示 

过去的辱虐管理研究往往聚焦行为接收者本人——作为个体的受害者，本研究从关系视角出发将受

害者扩展到团队。鉴于辱虐对于社会系统的普遍影响，管理者需即时、彻底预防任何形式的辱虐出现。

除了要从源头防止辱虐管理发生，本研究也探讨了辱虐事件对于未遭受伤害的旁观者带来的负面后果，

希望充分重视团队氛围的营造，从而帮助团队和成员更好地从辱虐经历中恢复。 
本研究结果表明管理者需要从团队和个体入手来修复团队整体氛围。个体的互动公平感知受到伤害

时需要聚焦于恢复成员在团队中的自尊心和自我定位。团队关系冲突则需要采取必要的措施来恢复团队

的人际过程。基于团队冲突解决的相关文献，实践措施应包括基于人际信任和关系和谐的原则重建团队

互动准则并且提供第三方调解机制来缓和冲突。 
最后，为了更好地实施这些干预措施，管理者应该准确识别到团队中那些比其他成员需要更多恢复

性关注的个体。那些遭受辱虐的个体可能会显示最低水平的互动公平感知，并认为同事将他们视为没有

价值的人。在人际相互依赖的团队背景下，确保每个成员都能得以恢复并在后期表现中为团队助益，对

于实现有效管理辱虐氛围下的团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5.3. 研究局限及未来展望 

本研究还存在以下方面的局限性，需要在未来的研究中进一步优化。 
第一，研究的社会文化背景需要和本土企业文化特点相融合。不少研究认为，文化因素会影响下属

对于辱虐管理的应对方式。例如，不同文化会导致员工在面对辱虐时产生不同的认知、行为策略，例如

中国传统价值观不倾向于实施指向领导的偏离行为来加以报复[29]。因此，未来的研究在进行针对我国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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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的辱虐管理研究时有必要考虑特有文化因素的影响。此外，由于我国采用相较于西方国家不同的政治

与经济发展模式，我国具有多样的组织类型，例如，党政机关、事业单位等，不同的组织类型在组织架

构、组织文化上都存在差异，因此可以进行不同文化背景下比较研究。 
第二，互动公平作为中介变量仍然有进一步拓展的空间。鉴于工作互动情境下员工对辱虐管理具有

更直接的影响，本研究选择互动公平作为辱虐管理与员工行为结果之间的中介变量。而 Colquitt [26]的组

织公平理论指出，互动公平仅是构成组织公平的一个维度，另外分配公平和程序公平的作用机制仍有待

探索。辱虐管理在组织公平各维度的充分研究也有助于全面系统阐明领导消极管理行为是如何影响成员

的公平感知的。因此，未来研究可以尝试从另外两个维度出发，进一步考察分配公平和程序公平在辱虐

管理作用机制中发挥的作用。 
此外，本研究以员工报告的方式收集辱虐管理数据，以领导报告的方式收集结果变量数据，这样的

多来源的横断数据收集方法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领导–下属双向设计是当前辱虐管理研究的主流模式，

但是员工的敏感性和社会赞许性因素都会影响辱虐管理变量测量的客观性[30]。为了排除个人因素造成的

统计偏差，建议未来研究中可以尝试通过深度访谈、第三方报告等多个渠道获取相关数据，也可以采用

统计控制同时增设投射测验或生理测验的方式，从而保证相关数据客观、准确。此外，横断研究方法无

法对变量进行因果推断，因此建议引入纵向设计，追踪受害者员工认知行为的变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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